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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类的认知框架是信息到达受众并被接受的过程。 本文运用网络调查实验的

方法，以源于中国媒体渠道的新闻和源于外国媒体渠道的新闻分别测量其渠道框架效应，
以新闻表达方式的积极和消极情感来测量情感框架效应。 结果表明，对于客观内容一致的

新闻，人们的认知框架效应中，情感框架比渠道框架具有更强的框架效应；在同样的情感

框架中，虽然测量结果并不显著，但能发现中国媒体渠道的效应要略强于外国媒体渠道的

效应。 这一研究回归公共舆论研究的起点，用调查实验的方式让人们重新认识自身，为下

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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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政治传播中，大众如何获得和接受信息，研究者对这一过程中的影响要素研究各有偏重。 一

些学者更注重个人观念对接受传播的影响从而轻视物质环境的影响， 另一些学者则强调经济决定

论而忽视意识形态的影响。 事实上，人们接受信息的过程，更有可能是受客观物质条件的局限并受主

观观念影响的过程。 对于信息环境，按唯物论或唯心论人为地预先设定或排除，实际上可能造成我们

对影响人们接受信息的客观存在因素的认识盲区。 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在唯物与唯心两极的鸿沟之

间建立一座桥梁[1]。 而对认知框架的分析和信息环境变量的检验就可能是我们需要的一座桥梁。
本研究试图从认知框架分析的视角，检验信息环境对信息获得和信息接受的影响。认知框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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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方法，是对作为个体的人如何形成政治偏好研究的一个扩展。 认知科学一般认为，认知框架是以

心理学和逻辑学的交叉融合为基础的。 在心理学意义上，认知框架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结构，任何一

个人都通过认知框架来认识世界的。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 认知框架是个人内在心理框架的外在

化。 而从语言学上来讲，认知框架是建立在人类体验之上、与场景相关的概念结构，是信仰、社会实

践、制度、意向等的图示表征，是语篇编码概念所预设的背景知识。 因此，特定言语群体成员交流的

认知基础，是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位一体的认知结构[2]。 而本文的认知框架，参考了Zaller关于公共舆

论形成过程的RAS模型，即人们对信息的接收-接受-抽样过程（Accept-Receive-Sample）的模型 [3]，
并将研究聚焦于信息到达受众后被接受（Receive-Accept）的过程。 Druckman将这一过程命名为偏

好形成（preference formation）[4]。
认知科学同样关注信息环境对认知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将认知环境看作是信息之外的，但对

个体接受信息和产生偏好发生影响的因素的总和， 我们将信息接受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设定为需要

验证的而不是给定的条件变量，对信息接受的客观因素和主观观念同时加以考量，将两者同时纳入

信息环境给予检验。 同时，我们还认为信息传递方式也同样构成认知环境的一个需要关注部分。 在

通信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索取信息和知识的渠道愈加多元，信息和知识的呈现方式也丰富多

样；国际国内形势纷繁复杂的情况下，人们如何了解那些大部分都超出了切身体验范围的事件 [5]，这

恰恰是公共舆论形成和研究的两个环节的第一步，也是经常被忽略的一步。 事实上，从个人的偏好

形成，到群体性的公共舆论的形成，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它被各种各样的因素左右，我们有理由

相信，做好第一步骤“接收-接受”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鉴于此，本文试图在“受众如何接收并接受

信息”这一问题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信息传递方式对认知框架效应的影响，具体而言，即受众在

接受客观事实一致（信息内容为真），但又来自不同渠道（渠道框架不同）、用不同情感表达（情感框

架有别）的新闻信息时，其认知偏好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为了分析的可测量性，我们将信息传播的

方式分为渠道框架和情感框架两个条件变量，进行认知框架效应分析，看两者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二、概念、理论与问题设置

政治传播学源于公共舆论的研究。公共舆论研究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学术概念

和理论。 在这些概念和理论中，框架（framing）概念和理论是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和概念之一。 早期的

框架概念是被作为考察人的认知与传播行为的学术概念而提出的。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最早研究公

共舆论的李普曼就注意到了媒体对公共舆论的重要影响和作用，在他看来，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往往

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媒介提供的过滤过的间接经验[6]。Goffman则关注受众是如何接受和处理信息

的，他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了认知框架的概念和理论解说。在他看来，“认知框架是人们用来认识和

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结构与阐释都依赖一定的框架，框

架使得人们能够定位、感知、理解、归纳众多具体信息”[7]。 由此可见，框架其实就是人们处理信息的

认知结构，并对信息处理的结果产生影响。
相比之下，政治传播研究更重视传播的效应。 拉斯韦尔是最早关注政治传播效应的政治学家。

在他看来，政治传播就是“谁对谁说了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又起到了怎样的效果”。 因此，政治传播

更应该重点进行内容分析，不仅有传播内容的目的，还要分析传播内容的风格，“风格指的是信息要

素的配置”[8]。倘若把世人的注意过程视为一连串的注意框架（attention frame），我们就可以描绘引起

个人或群体注意的传播内容[9]。 实际上，政治传播效应分析涉及传播过程中接收和接受两个重要环

节，只有通过这两个环节的互动，才能最后产生传播的效果。
政治传播研究的相关文献中，学者在使用“框架”这一术语时也是在接收和接受两个环节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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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 在接收环节上使用的概念是传播框架（frame in communication）或媒体框架（media frame），
用以指称媒体、政客等发言者在向受众复述某一个议题或事件时所涉及的内容主旨，以及使用的措

辞、形象、短语和表述风格。 而在接受的环节上，所使用的概念则是思维框架（frame in thought）和个

体框架（individual frame），用来指称受众会相信或者偏爱一项议题中某一方面的属性。 政治心理学

家Tversky和Kahneman曾经试图研究传媒框架是如何影响受众的。 通过实验证明，决策行为受到方

案文本的表述框架的影响。 如果决策方案表述是正面的，人们倾向于肯定的方案；如果表述框架是

负面的，人们更倾向于冒险的抉择[10]。 这说明了传播者运用什么样的框架传播信息，会影响到受众

对信息的处理结果，对事物的价值判断以及态度和行为反应。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传媒框架效应并

不是绝对的，不能简单地无视个体的认知框架所产生的作用。 如Entman曾经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新

闻媒体框架并不能完全消除所有对立的和挑战性的信息，尽管它能通过信息呈现的形式来摧毁这些

信息的有效性和降低其显著性[11]。 可以认为，受众对新闻的接受程度来源于受众的认知框架，即过去

社会生活经验的积累、既有的价值观和态度、行为取向。 这一认知框架引导受众个人处理新的信息。
当然，认知框架这些功能，都只能在与新闻框架内部的不同效应的互动过程中，通过过滤才能发挥其

效果。 同时，作为不定量多数的个人的集合体，受众对新闻的接受程度也是具有多样性的，应用不同

的框架来解读结果，会出现诸如“同向解读”“对抗式解读”“妥协式解读”等各种情况。 事实上，围绕不

同新闻内容所发生的不同舆论反应实际上是新闻媒体框架和受众认知框架相互作用的结果。
人类认识外部世界进而形成公共舆论的过程依然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 它就像是一个神秘的

黑箱，吸引着学术界的不断探索。 近些年来，美国政治传播研究更加关注公共舆论形成过程各个环

节的更细致的分解和实证研究，并越来越重视实验数据的采集和新的分析方法的运用。 同时，随着

中国政治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日益受到关注， 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中国的公共舆论形成过

程。这些研究已经深入到政治传播各个环节的进一步分解、实验数据的采集和新的实验分析方法的

运用。尤其是随着新闻信息渠道来源的多元化，一些学者开始将中国民众如何看待来自外界的信息

作为关注对象。 比如：美国加州大学默塞德分校黄海峰等的一系列研究，就试图探求中国公民的观

点是否更容易受到外国知识和信息的影响。 他们的研究发现，在接收环节，对外国社会经济条件的

高估会产生对中国及中国政府更多的负面评价，对国外情况的乐观估计会降低对国内的评价，对其

他国家政治不稳定的认识可以提高对自己国家的满意度 [12]。 而在接受环节，这些研究则发现，阅读

积极的外媒内容，可以改善对外国更正面的认识；同时，那些亲西方而对中国政权评价较低的中国

公民，则更倾向于阅读外国的积极内容和中国的消极内容[13]。
然而，对中国公共舆论的整体研究中，西方学者也会常常对其结论产生疑惑，因为其结论与他

们的理论预期不相符或者存在较大的差异。从事实上看，中国民众新闻信息的获取渠道越来越多元

化，对外部世界的信息获取量也越来越多并且越来越快。为什么新闻传播渠道的多元化和开放度并

没有产生理论上的效果？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就有必要对中国政治传播的认知框架效应进行研究。
近几年来，政治学的前沿研究方法已经朝着因果关系的推断方向变革。随着实验方法的发展和应

用场景的丰富，实验政治学( Experimental Political Science) 开发出诸如实验室实验、现场实验、调查实

验和自然( 政策) 实验等丰富的工具箱，并被广泛应用于诸如政治心理学、政治行为、选举和议会政治、
政治制度、政治传播、集体行动与合作、国际关系等多个亚领域。[14]20世纪70年代，实验方法开始运用在

政治科学的研究中。 20世纪80年代初，政治传播和政治心理学跨学科领域的合作研究开始激增，促使

实验方法深入到政治科学的几个分领域，当然也包括政治传播。 长期以来人们对实验结果的有限的但

又普遍性的关注，使得实验方法在政治传播的国际学术研究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
本文的研究关注的是中国政治传播情景中的认知框架效应。 我们将把新闻媒体框架作进一步

的分解，试图观察和测量新闻框架内部的不同框架效应之间的相互作用。 与前人的相关研究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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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关注点在于不同传播渠道与媒体框架对认知框架效应的影响和作用。 基于实验数据采集和

实证方法运用的可行性考量，我们只选取了人们阅读新闻的第一步骤中的“接收到接受”的环节，在

过去的研究中，这一环节是被长期忽视的。我们将新闻媒体框架分解为渠道框架和情感框架。然后，
通过对新闻传播的国内渠道和国外渠道来测量不同传播渠道的影响， 通过对媒体传播内容时采取

的积极或消极的情感表达来测量不同情感框架的影响和作用。 最后，以调查实验的方式，来测量新

闻框架中的渠道和情感如何相互作用，并对受众的新闻接受程度产生有效的影响。

三、研究假设和实验设计

当被设定的框架对框架客体（即受众）发挥了作用，塑造或影响了受众对某个议题的看法时，框

架效应（framing effect）就发生了。Druckman将这一媒体框架效应细分为“等效框架效应”（equivalency
framing effect）和“强调框架效应”（emphasis framing effect）。 所谓等效框架效应，就是新闻内容在逻辑

上基本相同，但由于表述和措辞不同而产生的效应[15]。 一般情况下，等效框架效应发生在实质相同的

评论信息，用或积极或消极的表述方式说出，个体有不同的偏好[16]。 区别于Druckman的等效框架效

应，本文中作者还加了不同的新闻来源，即渠道框架效应来进行测量。 政治传播学家Iyengar等也曾对

框架理论的定量分析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 他们把新闻框架分成事件框架（episodic frame）和主题

框架（thematic frame）。 这两个主要框架分别从感性和理性层面进行。 但是一篇新闻报道不可能纯粹

是事件框架或者是主题框架，内容分析意义上的框架研究，有天然的局限性。
根据研究问题和研究对象，我们用渠道框架和情感框架效应来测量新闻认知框架效应；同时，又

将渠道分解为外国媒体和中国媒体来测量，用积极报道和消极报道来测量情感，具体实验步骤如图1。

图1 实验设计步骤（自制）
既有的研究为我们作出研究假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Tversky和Kahneman的实验里显示， 如果

决策方案表述是正面的，人们倾向于肯定的方案；如果表述框架是负面的，人们更倾向于冒险的抉

择，但是没有直接研究测量由谁发布决策方案；同时，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同时验证渠道和情感框

架哪个作用更显著，所以我们对认知框架效应的渠道和情感的框架效应，设计了如下表1的调查实

验的4种干预情形，受访人会随机接受4种干预之一。认知框架效应分为新闻渠道和情感表达两个维

度，即渠道框架和情感框架，但是这2*2的四个类型被受众接受的程度是未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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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实验设计

实验设计中，新闻渠道框架的区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网页标识，在标题上方，会出现

“新华网”或“纽约时报中文版”的网页标识；第二，在正文中，引用专家也存在中国专家和外国专家

之分。在情感框架的区分中，也有两个方面：第一，在标题中，设置为“中国经济放缓情理之中不足为

怪”或“中国经济放缓：下滑趋势堪忧”；第二，正文中，是否强调经济增长率下降的严重性。研究者搜

集的2个网页标识和2份正文，形成4份干预文本组合，如表2。每一位受访者会接受任意一种干预，并

回答一系列据此提出的问题。
表2 干预文本详情

此处仅展示研究者设计的来自中国媒体的消极新闻：

情感框架

渠道框架
积极 消极

中国媒体
类型 1

（新华网+中国经济放缓情理之中不足为怪）

类型 2
（新华网+中国经济放缓：下滑趋势堪忧）

外国媒体

类型 3
（纽约时报中文版+中国经济放缓情理之中不

足为怪）

类型 4
（纽约时报中文版+中国经济放缓：下滑

趋势堪忧）

情感框架

渠道框架
积极 消极

中国媒体 类型 1 类型 2
外国媒体 类型 3 类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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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完给出的干预文本后，受访者需要马上回答问题“您是否认同您阅读的新闻评论？”实验

设计的关键在于确保受访者有效接收了干预， 因此我们要求受访者回忆如下问题：“您所阅读的新

闻评论对我国经济的判断是消极还是积极”以及“您所阅读的新闻是来自以下哪一家媒体”。 当然，
干预文本阅读并翻页后，受访者不可以返回，同时每一个IP、每一个用户只能回答一次。 另外，在问

卷最后，我们设计了一个测试受访者是否会认真阅读题干的问题：
“感谢您的参与！这是本份问卷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想要知道您是否认真阅读了每道题，如果您

阅读了本题的问题，请在下面的选项里勾选‘不知道’，并在下一题‘对本问卷的建议’的空格里填写

‘不知道’。 如果您没有阅读这道题的指示，则很有可能您会选择您做了本份问卷的时间，如果您选

择了时间，则这份问卷会被认定为不合格。 ”如正确回答干预文本之后的两个问题和最后一题按照

指示填答的受访者，我们认定接受了实验的干预。

四、数据与变量

1.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2016年6月20日到2016年7月30日进行的网络调查。 利用网络调查，配合良好的研究

设计进行的调查实验，成果已经受到认可[17]。 有学者利用网络调查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亚洲

民主动态调查（ABS）的结果进行比对，发现样本代表性较为理想。 [18]

简单清理包括2个步骤：
（1）清理同一受访人填答的问卷，利用网络IP地址和网站的用户名识别，只保留答题最早的样

本。 另外，没有填写网站用户名的样本也视作无效。
（2）清理实验题没有回答的样本，包括3个问题：“您是否认同您阅读的新闻评论”“您所阅读的

新闻评论对我国经济的判断是消极还是积极”“您所阅读的新闻是来自以下哪一家媒体”，以及最后

测试受访者是否认真阅读题干的问题。 简单清理后，共有1386个样本。
2.变量

因变量为受众对新闻的接受程度，也就是框架效应的结果。在接受干预后，马上询问受访者“是

否认同您阅读的新闻评论”，选项1-7依次代表“非常不认同”“不认同”“有些不认同”“无观点”“有

些认同”“认同”“非常认同”。
干预变量根据实验设计确定。每位受访者会被随机分配干预类型，类型1“中国积极”共332个样

本，类型2“中国消极”共334个样本，类型3“外国积极”共345个样本，类型4“外国消极”共375个样本。
不同类型干预包括的样本数，分布大体上均衡。根据实验设计，接受干预的样本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1）正确回答干预文本之后对文本情感和文本来源的两个问题。
（2）最后一题按照指示填答。
最后剩余的受访者，即为本研究认定接受了实验的干预的受访者，一共剩余641个样本。其中类

型1“中国积极”共196个样本，类型2“中国消极”共141个样本，类型3“外国积极”共157个样本，类型4
“外国消极”共147个样本。

潜在的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的人口学变量，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户口类型（城市户口=1、农

村户口=0）、个人收入水平。 另外，如果受访者对于新闻媒体不了解，尤其是不知道“纽约时报”，仍

然可能影响受访者对于实验干预的接受。 因而我们设置了多选题询问受访者 “听说过以下哪些媒

体”，包括“财新网”“央视财经”“纽约时报”“凤凰网”“BBC新闻”“CNN新闻”，选中记为1，否则为0，
生成一个媒体认知变量，取值范围为0-6。 经济发展信心，通过询问受访者对“我对我们国家的经济

充满信心”这一判断的认同程度测量，选项1-6表示“非常不认同”“不认同”“有一些不认同”“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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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认同”“认同”“非常认同”。生活满意度则为与三年前相比，受访者对生活水平、工资水平提高程度

以及“赚钱容易”程度评价的综合得分（信度系数为0.76）。
对于干预有效的样本，其变量描述统计见表3：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

五、实证结果

首先，共有1386个受访者接受了我们的实验干预，经过清理后，有效接受干预的受访者有641个。
有效样本是全部样本的子样本集， 需要确保不符合实验要求的样本在人口学变量的分布上是随机

的，也就是两者在人口学变量上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否则，后续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加以控制。
图2展示了全部样本（左侧）和有效样本（右侧）的地域分布，表明样本来源于中国大陆31个省级

行政单位，但在西北、西南地区样本较少。 全样部本中宁夏仅有1位受访者，有效样本中该样本由于

不满足认定接受干预的条件被删除。 从全部样本和有效样本的比较看，各省的颜色非常接近，相关

系数也高达0.979，表明有效样本与地域不存在显著关系。

图2 全部样本和有效样本的地域分布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新闻接受程度 641 4.89 1.18 1 7
媒体框架效应

类型 1 641 0.31 0.46 0 1
类型 2 641 0.22 0.41 0 1
类型 3 641 0.24 0.43 0 1
类型 4 641 0.23 0.42 0 1

受众情况

人口学因素

性别 638 0.58 0.49 0 1
年龄 637 26.02 5.21 18 59
受教育年限 640 14.98 1.91 6 19
工作 641 0.56 0.50 0 1
户口 638 0.39 0.49 0 1
个人收入 640 5.16 1.17 1 6

个人态度因素

媒体认知 641 4.00 1.37 1 6
经济发展信心 641 4.38 1.03 1 6
生活满意度 633 0 1.42 -3.63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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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样本均值 有效样本均值 t 值 p 值

男性 0.61 0.58 1.63 0.10

年龄 25.85 26.02 -0.66 0.51

受教育年限 14.89 14.98 -1.04 0.30

工作 0.56 0.56 -0.20 0.84

城市户口 0.41 0.39 0.94 0.34

个人收入 5.15 5.16 -0.11 0.91

媒体认知 3.90 4.00 -1.43 0.15

经济发展信心 4.41 4.38 0.70 0.48

生活满意度 0 0 -0.05 0.96

类型 1 类型 2 类型 3 类型 4 F 值 p 值

男性 0.63 0.57 0.51 0.59 1.77 0.15
年龄 25.82 25.76 26.29 26.24 0.45 0.72

受教育年限 15.09 15.04 14.96 14.82 0.63 0.60
工作 0.57 0.55 0.61 0.52 0.72 0.54

城市户口 0.39 0.39 0.39 0.37 0.05 0.98
个人收入 5.14 5.36 4.97 5.18 2.82 0.038
媒体认知 4.09 4.01 3.91 3.96 0.52 0.67

经济发展信心 4.43 4.23 4.43 4.39 1.30 0.27
生活满意度 0.12 -0.04 0.10 -0.22 2.04 0.11

有效样本与全部样本在其余控制变量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我们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 表4的结果

表明，在所有控制变量上，全部样本与有效样本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4 全部样本与有效样本的差异比较

以上的全部样本和有效样本的地域分布比较和控制变量均值比较表明全部样本和有效样本没

有显著差异，可以放心使用有效样本进行进一步的分析。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分别接受4种类型干预

的受访者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我们仍然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检验。 表5的结果表明，只有在个人

收入上，不同类型的受访者存在显著差异（p=0.038<0.05），我们需要在进一步的分析中控制个人收

入的影响。
表5 不同类型干预样本的差异比较

以上分析表明，调查实验执行效果良好，调查样本分布广泛，有效样本与全部样本不存在统计

学意义上的差异，表明被排除的样本是随机的，满足实验要求。 最后，接受4种干预的子样本集仅在

个人收入上存在统计学差异，表明实验的随机性较好。
随后，我们进行干预效应的估计。 由于因变量新闻认同为1-7的定序变量，采用定序逻辑斯蒂

回归进行拟合，见表6。 由于干预变量，即受访者接受实验的干预为无序多分类变量，必须选定对照

组，我们以类型1“中国积极”为参照组。 模型1只纳入三个干预变量，模型2增加个人收入控制4个干

预组唯一存在显著差异的控制变量，模型2为最终模型，模型3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纳入了所有

其他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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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媒体框架效应

类型 3 -0.110 -0.125 -0.044
外国积极 (0.194) (0.195) (0.20)

类型 2 -0.433** -0.443** -0.361*

中国消极 (0.204) (0.205) (0.208)
类型 4 -0.840*** -0.836*** -0.744***

外国消极 (0.203) (0.203) (0.21)
控制变量

个人收入 -0.079 0.042
(0.064) (0.074)

性别 0.244
（男性=1） (0.154)

年龄 0.028*

(0.016)
受教育年限 0.159***

(0.043)
工作 -0.011

（全职工作=1） (0.163)
户口 -0.312*

（非农=1） (0.161)
媒体认知 0.045

(0.057)

经济发展信心 0.405***

(0.082)
生活满意度 0.205***

(0.060)
样本量 641 640 624

表6 对新闻接受程度的定序逻辑斯蒂回归结果

注：*p< 0.1, **p< 0.05, ***p<0.01，略去了截点。

模型1表明，接受“外国消极”干预的受访者与接受“中国积极”干预的受访者相比，前者对新闻

的认同显著更低，其系数最大显著性最高，为-0.840。 接受“中国消极”干预同样会降低受访者的新

闻接受程度，但是系数减小，为-0.433。 接受“外国积极”干预的受访者与接受“中国积极”干预的受

访者相比则没有显著差异，系数为-0.110，仍然为负。
模型2为纳入个人收入控制变量的最终模型再次确认了这一结果，系数变化不大，显著性没有

变化。显示存在中国积极（0）>外国积极（-0.125）>中国消极（-0.443）>外国消极（-0.836）的阶梯式分

布。模型3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在干预变量系数和显著性上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表明了这一结果的

稳健性。 图3为带置信区间的点估计图，圆点对应参数估计值，横线代表相应的置信区间，更细的为

90%置信区间，以便更直观地展示干预变量系数在模型2和模型3的变化。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8 年第 1 期

40



图3 模型2和模型3的干预变量系数图

以上分析表明，“外国消极”干预有着最低的新闻认同，人们对于渠道为国外，内容偏消极的新

闻最不认同；与之相反，所有干预变量系数为负表明，“中国积极”干预有着最高的新闻认同，人们对

于渠道为国内，内容积极的新闻最认同。 而对于“中国消极”和“外国积极”的干预，回归系数（-0.443
和-0.125）表明，新闻的情感相比于渠道有着更大的影响，似乎人们更认同情感积极的新闻，下一步

继续检验情感框架和渠道框架的影响。
为了比较渠道框架和情感框架的干预，我们分别对干预依照渠道和情感进行合并，生成2个新

的变量，渠道（取值为1代表新闻来自国内）和情感（取值为1代表新闻情感正面）。 表7中，模型4考察

情感框架、渠道框架和交互项的影响，模型5加入所有其他控制变量。 结果表明，情感框架相比于渠

道框架影响更大，系数分别为0.573和0.244。 模型5在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后，结果依然稳健。
表7 渠道框架与情感框架效应的比较

模型 4 模型 5
情感框架 0.573*** 0.521***
（积极=1） (0.148) (0.152)
渠道框架 0.244 0.192
（中国=1） (0.146) (0.150)
个人收入 -0.080 0.040

(0.064) (0.074)
性别 0.237

（男性=1） (0.153)
年龄 0.027

(0.016)
受教育年限 0.160***

(0.043)
工作 -0.005

（全职工作=1） (0.163)
户口 -0.314*

（非农=1） (0.160)
媒体认知 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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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经济发展信心 0.400***

(0.082)
生活满意度 0.208***

(0.060)
样本量 640 624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探讨的问题是公共舆论形成过程中认知框架的效应受哪些因素变量的影响。 李普曼曾经

指出，对公共舆论进行分析的起点，应当是认识活动舞台、舞台形象和人对那个活动舞台上自行产

生的形象所做的反应之间的三角关系 [19]。 Lasswell和Dwight则指出，一个国家内部的注意结构（at-
tention structure）是国家整合程度的宝贵指数[20]。 本文研究受上述文献的启发，试图回到公共舆论研

究的起点，从人们的偏好形成、认知过程着手，重新审视拉斯韦尔所说的注意框架和结构的问题。从

一定意义上来看，公共舆论关乎一个国家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整合，国家治理所依存的基本社

会秩序的维护，以及在国际社会多元共同体中自身文化传承的延续。 因此，作为国家内部以受众存

在着的群体及其群体中的每一个体是如何接收和接受信息的， 这是公共舆论研究的一个应当进一

步深入探讨的重大命题。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们不得不从政治上去应付这个既合作又冲突

的世界。在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当今世界从而认识自己的这一重大问题上，公共舆论的引导是每一个

国家共同体无法忽视的重要议题。 然而，一个国家内部公共舆论的注意结构并非简单地源于宣传，
尤其是在当今媒体高度发达和多元的条件下。 它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有着自身的规律。 本文的研

究已经说明，作为政治传播受众的每一个个体，在接收-接受的环节中，其注意结构的形成确实受

到传播框架的影响，而政治偏好形成则受到认知框架效应的影响，它既产生于想象，也产生于见解，
又产生于思想。

本文运用网络调查实验的方法，以新闻来源于中国和外国的媒体渠道来测量渠道框架效应，以

新闻表达方式的积极和消极情感来测量情感框架效应。 结果表明，对于客观内容一致的新闻，人们

的认知框架效应中，情感框架比渠道框架更具明显的框架效应；在同样的情感框架中，虽然测量结

果并不显著，但能发现中国媒体渠道的效应要略强于外国媒体渠道的。新闻渠道就像是信息经手人

（handler）[21]，他们不修正内容，却带有天然的印象分；而情感表达就像是一个说话者的“舌头”，它既

可以影响信息内容形成反差，也极有可能成为一个典型的效果“操纵者”。这也是本文希望媒介和政

府警惕的部分。
本文的研究也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实现象。在互联网发达和外界媒体评价多元化的今天，

受众更愿意接受积极的正能量信息。 这样的结果，给予了我们更多的思考，并可以进一步推进相关

研究朝向更深层次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发展。 英格尔哈特的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观点给

本文的结论分析提供了佐证， 即经济发展会带来世界的变化， 经济发展会改变世界是有很多原因

的，而最重要的原因是现实生存条件的不同 [22]。 也许在改革开放飞速发展的当代中国，大部分人仍

然没有从物质主义的困顿中解脱出来。 在我们的研究结论中，受众更愿意接受国内积极的信息，这

可能是一种没有安全感，缺乏理性甄别的表现。 正如英格尔哈特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那样，物质

主义以解决基本生存问题、提高安全感为首要目标，后物质主义则更注重归属感、自我表现和生活

质量。后物质主义时期，人们的追求将提升到更高的需求层面。转型期的中国民众，处于一种典型的

“转型焦虑”状态中，对消极的观点有一种排斥也属于正常。 这与我国当下所处的历史时期密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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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转型期的治理危机问题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即使是那些被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的西方发达

国家也不曾例外[23]。
同时我们也能看到，这些年来政府的国家形象宣传、媒体对于正能量的传播是行之有效的，再

加上政府对于媒体的严格把控，在外界刺激上，受众接触外媒的几率较少，同时对于外媒存在的一

定的诸如“境外反华势力”的固有印象，本文的结论中受众更愿意接受国内的积极信息和新闻正是

证明了这点。 这样，从内外综合因素的作用下，得出本文的实验结果，就容易理解了。
正如扎勒在RAS模型的构建过程中所说的那样，传统意义的术语“态度”是不存在的。 人们只是

根据头脑里的即时凸显的考虑事项来作出“态度报告”或“调查回答”[24]。 我们有理由认为，头脑中即

时凸显的考虑事项就是本文中的认知框架， 这将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公共舆论、 政治传

播、政治心理等提供行之有效的参考。
最后，我们不得不承认本文的研究局限性，我们只讨论了认知框架、偏好形成的第一部分，即从

接收到接受的部分，并没有涉及过多的关于政治倾向的、意识形态的内容，这也是作者下一步将要

进一步做的研究。另外，由于网络调查是自愿样本，因而其结果必然存在局限性，同时仅仅使用网络

调查数据也限制了研究结果的外推性。我们认为，本研究的价值在于对很多学科相关研究新成果的

借鉴，并试图运用这些新成果来检验我们提出来的问题。 诚然，在西方的前沿文献中不乏这方面的

探索，但从中国语境出发的研究，这还是一种新的尝试。

*作者感谢中国人民大学马得勇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刘燕南教授、清华大学孟天广副教授、美国

宾州州立大学戴遥遥博士、美国爱荷华大学胡悦博士以及匿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在此

一并致谢，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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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ve Framework Effect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Based on A Survey Experiment in China

Shao Zijie / Ji Chengyuan

Abstract: Cognitive Framing is the process by which information received and accepted by the audience. Using the online survey
experiment,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channel framework effect respectively by the news sourced from the Chinese media and from the for -
eign media, and measures the sentiment framework effect with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s of the news express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or the news with the same objective content, the sentiment framework has a stronger framework effect than the channel frame -
work. In the same sentiment framework, although the results are not significant,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effect of Chinese media channelis
slightly stronger than the effect of foreign media channel. This study returns to the starting point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using the way
of survey experiment to re-understand ourselves an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urther study.

Keywords: Channel Framework; Sentiment Framework; Survey Experiment; Cognitive Framework Effect

（责任编辑 矫海霞）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8 年第 1 期

44


